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科自觉
———从胡适到冯友兰

陈　卫　平

　　从“五四”时期到 20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在学术领域的重要表现 ,是具有了关于近代

学科的自觉意识。本文分析从胡适到冯友兰所显示的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自觉①。

一、学科独立性的自觉 : 疑古和释古

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自觉 ,首先表现为对这一学科的独立性的自觉。胡适的“疑古”和冯友兰的“释

古”,是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标帜 ,对其具体内容已有不少的讨论。这里主要分析它们对待传统

的精神实质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自觉的关系。

胡适的“疑古”是对“信古”即盲目崇信传统的反动 ,其精神实质是扫除对传统的偶像崇拜。就否定

“信古”而言 ,冯友兰的“释古”是站在“疑古”这一边的 ,他说 :“信古一派 ,与其说是一种趋势 ,毋宁说是一

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 ,大概不久即要消灭”②。然而 ,“释古”又否定“疑古”对传统的解构式批判 ,

主张对传统“同情的了解”。可见 ,“释古”的精神实质是不迷信传统又理解传统。这两种对待传统的态

度 ,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自觉上 ,“疑古”将这独立性主要指向走出经学的近代性 ,“释古”则

认为这独立性既有脱离经学的近代性问题 ,又有表现中国哲学特点的民族性问题。

在传统中国 ,经学君临所有的学术 ,一切学术都依附于经学之下。因此 ,在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领域里 ,学术近代化的首要表征就是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关系。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立也不例外。这当

然是以哲学与经学相分离为前提的。在胡适之前 ,谢无量著有《中国哲学史》,把哲学混杂于经学之中 :

“道术即哲学也”,“古之君子 ,尽力于道术得其全者是名曰儒”,因此“儒即哲学也”③。〗因此 ,其所谓的中

国哲学史只是经学的附庸。这实际上是一部以信古为取向的中国哲学史。胡适以“疑古”的精神 ,首先

迈出了中国哲学史独立于经学的近代步伐。他指斥“经学与哲学的疆界不明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毛

病”,强调“经学与哲学合之则两伤 ,分之则两收其益”④。其《中国哲学史大纲》正是为了分明哲学与经

学的疆界 ,开篇之首就给哲学下了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 ,从根本上着想 ,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 ,

这种学问 ,叫做哲学”;哲学有自己的定义 ,意味着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把这种学问“依着年代的先后和

学派的系统 ,一一记叙下来 ,便成了哲学史”⑤。这就自觉地在哲学与经学相分离的基础上 ,使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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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顺理成章地摆脱了经学的羁勒而独立。《中国哲学史大纲》充分呈现出这样的独立性。它撇开儒家经

传的古史观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 ,悬置三皇五帝 ,一部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它废除了经学

的定儒学于一尊 ,如蔡元培在该书“序”中所说 ,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先秦哲学的各家各派。它在写作的

形式上也与经学的注释形式针锋相对 ,即把以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改为以自己的话作为正文①。这样

的独立性所显示的是其近代性向度。冯友兰多次肯定体现“疑古”精神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

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 ,胡适创始之功 ,是不可埋没的”②。

但是 ,中国哲学史从经学中独立出来近代性向度 ,其实质是学术转型 ,即由经学范型转向了西学范

型。因为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无哲学学科 ,哲学学科来自西方。因而中国哲学史在与经学分离的同时 ,又

必然产生对西方哲学的依傍。事实上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如蔡元培在该书“序”中所说 ,“不能不

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然而 ,中国哲学是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此有所意识 ,它认为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东西两支”,它们是“独立发生”,而中国哲学是东支的代表 ,并称中西哲学有“大

同小异或小同大异的学说”③。这些都触及到了中国哲学在民族性的向度上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立

性。不过 ,胡适以“疑古”否定传统为精神实质治中国哲学史 ,还不能自觉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存

在的近代性向度和民族性向度的关系问题。

冯友兰以“释古”的精神 ,在胡适的基础上自觉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

首先 ,冯友兰揭橥出后经学时代 ,对于中国哲学史独立于经学的近代性 ,比胡适有着更为自觉的认

识。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

其一 ,从社会根源上深入论证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于经学的近代性 ,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阶段

的必然要求。冯友兰指出 :“就历史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概言之 ,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 ,自董

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④这里有了后经学时代的自觉意识。这一自觉意识的产生 ,受到了唯物

史观的影响 ,即把学术思想的变迁看作是由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变动所决定的 :产生子学时代的原因是

春秋至汉初的“政治制度 ,社会组织 ,及经济制度 ,皆有根本的改变”⑤;形成经学时代的原因是秦汉而后

“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 ,皆未有根本的变化”;后经学时代来临的原因是“中国与西洋交通后 ,政治社

会经济学术各方面皆起根本的变化”⑥。就是说 ,后经学时代是与中国社会进入近代阶段相呼应的。这

意味着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学术思想独立于经学在中国近代社会是不可阻挡的 ,也就是从社会历史

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这种独立性的近代意义。

其二 ,从学术范型上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独立于经学的近代性 ,是以西学范型取代经学范型。冯友

兰认为后经学时代是西学冲逼经学的结果 :“西洋学说之初东来 ,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 ,仍以之附会于经

学 ,仍欲以旧瓶装此绝新之酒。然旧瓶范围之扩张 ,已达极点 ,新酒又至多至新 ,故终为所撑破”⑦。就

是说 ,后经学时代在学术范型上是以西学更替经学即“新瓶”更替“旧瓶”。因此 ,“今欲讲中国哲学史 ,其

主要工作之一 ,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 ,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之”。在他看

来 ,中国的义理之学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内容约略相当。那么为何不能以中国义理之学史来取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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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作为学科之名呢 ? 义理之学乃经学之一部 ,用其作为学科之名 ,仍然是以经学之“旧瓶”来装哲学

之“新酒”,没有显示出后经学时代学术范型转变的近代性。以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之名 ,意味着用西方

的哲学为学术范型 ,体现了后经学时代的近代性。对此冯友兰这样说道 :“就事实言 ,则近代学问 ,起于

西洋 ,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 ,而谓为义理之学 ,则其在近代学问中

之地位 ,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 ,未易知也。若指而谓为哲学 ,则无此困难”①。就是说 ,在西方学

科体系成为了近代中国学术规范的后经学时代 ,学科近代性的要求 ,决定了中国哲学史与经学相分离而

独立 ,必须以西方的哲学为蓝本。

如果说提出后经学时代来认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 ,表现了冯友兰“释古”精神批判传统的一

面 ,那么分析哲学的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以考察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 ,则表现了冯友兰“释古”精神

理解传统的另一面。

冯友兰认为如果仅仅按上述这样的后经学意识来看待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立性 ,那么就会产生金

岳霖在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报告中提出的问题 ,即“中国哲学史”的名称意味着什么 ,“所谓中国

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 ? 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 ?”②套用冯友兰的话来说 ,就是“中国底哲学”史还

是“中国的哲学”史 ? 前者体现了冯友兰所说的作为“民族哲学”③的中国哲学史的独立性 ,后者是西方

意义上的哲学在中国的历史 ,即作为西方哲学史翻版的中国哲学史。可见 ,如何使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

立性兼具近代性与民族性 ,成为冯友兰思考的问题。

冯友兰思考的理路 ,是把哲学分为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 ,认为“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

虽不如西洋哲学家 ;但实质上的系统 ,则同有之”,因此 ,“讲哲学史之一要义 ,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

哲学中 ,找出其实质的系统。”④所谓“找出”云云 ,就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实质系统进行阐释 ,而阐释则在

不同程度上表现为逻辑重建的过程 ,这就需要以注重形式系统的西方哲学为榜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他说 :“西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 ,实是整理中国哲学之模范”⑤。显然 ,他认为把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

予以形式系统化 ,正表现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学术范型由经学转向西学的近代性。

就实质系统而言 ,所谓中西哲学同有之 ,即中西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是大致接近的 ,但由于两者所处

的历史背景不同 ,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考察的重点则有所不同 ,由此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点。冯友兰

在《中国哲学史·绪论》里对此有所论列 :以西方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方法论 (知识论)而言 ,中国哲

学对天道和性命的研究 ,大约与其宇宙论和人生论相当 ,但中国哲学于前者讲究个人与宇宙合一而不讲

究个人与宇宙二分 ,于后者注重人是什么而不注重人有什么 ;在方法论上 ,中国哲学热衷的是修养方法

即“为学之方”而较少谈及求知识的方法。因此 ,他认为建立以西方哲学为学术范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

的另一要义 ,不是把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强行纳入西方哲学的实质系统 ,由此将其阉割和肢解 ;如“为学

之方”,用西方的哲学眼光来看 ,“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 ,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⑥就是说 ,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还必须表现在维护中国哲学实质系统方面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民族性。于是 ,

以西方哲学为叙述范型参照而建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 ,在实质系统上就是“用另一种文明去阐明某种文

明 ,使两种文明都能被人更好地理解”,就是“对于中国的与欧洲的哲学观念在作比较研究”,“把它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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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人类本性同一原理的不同表现”,旨在“弄清一种观念用另一种观念讲

是什么”①。这样 ,中国哲学史学科由依附经学转为参照西方哲学的独立性 ,既有形式系统上的近代性 ,

又有实质系统上的民族性。

当然 ,冯友兰这样来解决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近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否完全恰当 ,还可以讨

论。但重要的是 ,由上述可见 ,从胡适的“疑古”精神到冯友兰的“释古”精神 ,显示出越来越自觉地意识

到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立性 ,是近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二、学科方法论的自觉 : 新汉学与新宋学

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有其相对确定的研究方法 ,因而学科自觉的重要方面是方法论的自觉。所

谓汉学与宋学既是经学的学派 ,也是治经的学术方法。两者的分野 ,如周予同所说 :“一派是东西汉及清

中叶的考证学 ,专门在名物训诂上用工夫 ;一派是宋明及清初的理学 ,专门在心性理气上去钻研”②;前

者是汉学 ,其本质在于注重证据 ,后者是宋学 ,其本质在于诠释义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

称其表现了作者“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③。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自序一》,开首明言 :

“吾非历史学家 ,此哲学史对于‘哲学’方面 ,较为注重”,同时将注重考证的“古史辩”归为史学方面 ,联系

到他认为哲学与义理之学大体相当 ,不难看出 ,所谓注重哲学就是走讲究义理的宋学之路。后来 ,冯友

兰把他和胡适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方法归结为汉学与宋学的不同④。然而 ,他们不是沿袭和重复传

统的汉学与宋学 ,而是自觉地超越它们。因此 ,不妨称他们的方法为新汉学和新宋学。这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方面 :

首先 ,胡适和冯友兰都自觉地反省传统汉学和宋学在学术方法上长处和短处。这是胡适和冯友兰

超越传统汉学和宋学的基础。胡适在论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时 ,对汉学和宋学作了这样的检讨 :“宋

儒注重贯通 ,汉学家注重校勘训诂。但是宋儒不明校勘训诂之学 (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 ,故流于空疏 ,

流于臆说。清代的汉学家 ,最精校勘训诂 ,但多不肯做贯通的工夫 ,故流于支离碎琐”⑤。指出汉学注重

校勘训诂 ,就是肯定其“每立一种新见解 ,必须有物观的证据”⑥,指出汉学不多做贯通工夫 ,就是批评其

“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因为“材料的组织和贯通”必须“全靠综合的理解”⑦。显然 ,他认为宋学的

优长和缺失正好与汉学相反。

冯友兰和胡适的上述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说 :汉学与宋学之争 ,“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哲

学的解释与进行文字的解释的论争。文字的解释 ,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 ;哲学的解释 ,着重

在它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思”;“汉学家着重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 ,他们在校勘、考证、语文学等领域作出

了惊人的成绩”;“在哲学上 ,汉学家的贡献微不足道”⑧。这里认为汉学的长处是在文字解释上用证据

来求得文献的真实涵义 ,而其短处是不能在哲学解释上发挥文献的内在义理。简单地说 ,就是“汉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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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于实际 ,他们不能作 ,或不愿作抽象底思想”,而“清朝人很似汉朝人”,“他们喜欢‘汉学’,并不是偶然

底”①。无疑 ,这里也表达了对宋学的看法 :其长处和短处恰与汉学相易倒置。

胡适和冯友兰对于传统汉学和宋学的如上反省 ,使他们能自觉地扬其长而避其短 ,显示出汉宋兼

采、考证义理并重的新色彩。

其次 ,胡适和冯友兰都自觉地继承清代汉学中考证义理相兼的趋向。作为与近代学术有直接承继

关系的清代汉学 ,在其兴起和鼎盛时 ,虽偏重考证 ,但不排斥义理。如余英时所说 :“清儒所向往的境界

可以说是寓思于学 ,要以博实的经典考证来阐释原始儒家义理的确切涵义”②。他论证了从清初的顾炎

武等到乾嘉的戴震、章学诚都是如此。清代汉学的这种趋向在其最后的两位著名人物康有为和章太炎

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尽管他们之间有今古文之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注重

于细琐繁杂的考证 ,后者着眼于创法立制的义理。章太炎指出 :大略言之 ,“经多陈事实 ,诸子多明义

理”,因此“治此二部书者 ,自校勘训诂而后 ,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

子 ,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③ 认为治经治子虽都以校勘训诂为初步 ,但治经主要是考证其所陈之事

实 ,而治子主要是阐释其所明之义理。这意味着通治经子的章太炎是考证和义理并用的。

胡适和冯友兰对清代汉学的这种趋向加以揭示 ,从而表明他们的新汉学、新宋学是对这种趋向的自

觉接续。胡适对于清代汉学家 ,特别表彰戴震和章学诚不以考证为最后目的 :“考订只可以考订为目的 ,

而不谈义理 ,这是当时一般学者的公共心理。只有戴震敢打破这个迷信 ,只有章学诚能赏识他这个举

动”④。对于康有为和章太炎 ,胡适既与康有为的辨伪一脉相接 ,如经传的古史茫昧无稽、诸子不出于王

官论等 ;又高度评价章太炎的注重阐明诸子义理 ,“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 ,别出一种有

条理系统的诸子学⑤。可见 ,胡适是着意在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发扬清代汉学考证义理相兼的学

脉。冯友兰虽称自己的方法是宋学 ,但认为在清代是汉学发展了宋学之义理 ;宋学在清代有传述者 ,不

过“传述者亦只传述 ,俱少显著的新见解”;而汉学在考证的表面下 ,讨论的问题则关涉宋学义理 ,因此 ,

“所谓汉学家 ,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 ,仍是宋明道学之继续者”,对宋学之义理作出了“汉学家之贡献”⑥。

这是对清初至乾嘉之汉学重考证而不废义理的赞许。冯友兰看到了康有为在对古书的考据中“讲及义

理之学”⑦,并且把章太炎上述在校勘训诂之后以讲究义理为主的治诸子的方法 ,进一步明确为治中国

哲学史的方法 :“汉学家对古代文献的解释 ,主要是考据的 ,语文学的 ,不是哲学的。但是这确实是十分

需要的 ,有了这一步 ,然后才能应用逻辑分析方法 ,分析中国古代思想中各家的哲学观念”⑧。这就把汉

学的考证和宋学的义理作为整个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两个前后相连的环节。胡适和冯友兰自觉继

承清代汉学考证、义理并重的趋势 ,为他们的新汉学和新宋学作了学术传承上的历史确证。

再次 ,胡适和冯友兰都自觉地对传统汉学和宋学施以西方现代哲学的洗礼。他们认同清代汉学考

证义理并重的趋向 ,但由于清代汉学仍不脱经学之局限 ,因而与中国哲学史学科从依附经学转向西学相

一致 ,他们用西方现代哲学的眼光来提升传统的汉学 (包括清代汉学)与宋学。这主要有以下两层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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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西方现代哲学作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义理的参照系。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指出 :“本

书的主张 ,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 ,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 ,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

具”,并声明“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 ,便是西洋的哲学”①。可见 ,他的新汉学自觉地用西方哲学作为

理解传统哲学的参照系。冯友兰主要从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关系演进的角度 ,表现出以西方哲学来解读

传统哲学的自觉。他指出 ,在中国近代 ,中西文化关系经历了以旧文化理解新文化和以新文化批判旧文

化的第一、第二时期之后 ,进入了致力于“东方西方的互相解释”的第三时期②。这意味着他的《中国哲

学史》的新宋学的出新处之一 ,是自觉地以中西哲学互相解释来阐明传统哲学的义理。

不过 ,胡适和冯友兰用作参照系的西方哲学有所不同 ,一是实用主义 ,一是新实在论。更重要的不

同在于如何运用西方哲学作参照系。胡适往往把参照变成了裁剪中国传统哲学的样式 ,即与实用主义

不合者予以批判否定 ,与实用主义相契者则硬套上现代外衣。金岳霖指出了这一点 ,因而他觉得《中国

哲学史大纲》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③。冯友兰则把参照看作是提供了认识中国传统

哲学新的解读视角和分析框架。他正是这样以新实在论的共相说为参照 ,在《中国哲学史》里创造性地

阐释了传统哲学的义理 ,如名学有“合同异”和“离坚白”之分、二程有理学和心学前驱之别 ,朱熹的理和

气即共相和殊相等。陈寅恪对此给予肯定 :“取西洋哲学观念 ,以阐明紫阳之学 ,宜其成系统而多新

解”④。相形之下 ,冯友兰在如何运用西方哲学作参照系上 ,要比胡适高明 ,显示出善于讲究义理的宋学

本色。这也表明 ,从胡适到冯友兰 ,在用西方哲学阐释传统哲学的义理方面 ,由粗浅生硬走向深入贴切。

二是用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来改造汉学和宋学。胡适以实用主义方法论来改造汉学 ,主要表现为

将近代科学方法与之相沟通。他在晚年回忆道 :“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

基本步骤的了解”,“在那个时候 ,很少人 (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

学、考证学 ,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 ;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 ,实得之于杜威

有关思想的理论。”⑤这是合乎实际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著名的五步思想法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

代实证科学方法的程序和环节 ;胡适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假设来解决疑难 ,并设法加以证实或否

证 ,因此 ,简单地说 ,“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⑥。由此反观汉学 ,发现其方法的

本质与近代科学方法是一致的 :“中国旧有的学术 ,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用的方

法 ,总括起来 ,只是两点 : (1)大胆的假设 , (2)小心的求证。”⑦但是 ,胡适又指出 ,清代汉学“用的方法无

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因而“要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⑧。他认为把由

实用主义概括的科学方法与汉学相沟通 ,就能达此目的。因为这种沟通一方面使汉学的科学形态由自

发 (暗合)变为自觉 ,另一方面给汉学提供了近代科学的依据 ,从而提高了运用它来治学的自觉性。

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方法论改造宋学 ,主要表现为用逻辑分析方法对其净化。新实在论注重逻辑

分析方法 ,冯友兰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辨名析理”来指称它 :“照我们的看法 ,逻辑分析法就是辨名析理的

方法。”⑨但是 ,他强调疏远逻辑分析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弱点。即使是十分讲究义理的宋学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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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他指出 :“朱子之哲学 ,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 ,而近于现代之新实在论。惜在中国哲学中 ,逻辑不

发达 ,朱子在此方面 ,亦未着力。故其所谓理 ,有本只应为逻辑的 ,而亦与伦理的相混。如视之理 ,如指

视之形式而言 ,应为逻辑的 ;如指视应该明而言 ,则为伦理的。朱子将此两方面合而为一 ,以为一物之所

以然之理 ,亦即为其所应该”①。就是说 ,在哲学义理方面 ,朱熹与新实在论相似 ,但在诠释义理方面 ,朱

熹则缺乏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 ,往往不能完全剔除具体存在而着眼于从逻辑关系形式地阐发概念

和命题 ,由此把有实际内容的伦理之理和形而上之理混为一谈。不仅朱熹这样 ,整个“宋明道学 ,没有直

接受过名家的洗礼 ,所以他们讲底 ,不免著于形象”②。所以 ,他自觉地用逻辑分析方法净化宋学 ,即对

概念、命题予以逻辑的诠释 ,从而澄清传统哲学的概念和命题。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重要贡

献。传统的宋学经冯友兰的如此改造 ,就成了有近代意义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用逻辑分析方法

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 ,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③。由上述可见 ,胡适和冯友兰用西方现代哲学方法

论改造传统汉学和宋学 ,就是使它们近代化的过程。

因为胡适和冯友兰在方法论上有超越传统汉学、宋学的自觉性 ,所以他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的

成就 ,也是传统汉学、宋学不能企及的。

三、学科使命感的自觉 :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

每门学科都有相应的学术使命。学科自觉的根本是认清其使命 ,这是不言而喻的。哲学史的学科

使命取决于它与哲学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两者的关系看作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 ,哲学史是哲学的展

开 ,那么哲学史的学科使命就有两个方面 :就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而言 ,其使命是把以往哲学的思维成

果作为建构当代哲学的出发点 ;就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而言 ,其使命是把以往哲学展开的历史过程真实

地呈现出来。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这两方面使命 ,胡适和冯友兰都有自觉的认识 ,但两者的立场却有科

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不同。

从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来说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再现以往哲学的历史真相当作中国哲学

史学科的使命 ,指出哲学史的“根本工夫 ,叫做述学。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 ,科学的方法 ,精密的心思 ,从

所有的史料里面 ,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

史》也以真实记叙历史上的哲学为目的。他把历史分为“历史”即客观的历史和“写的历史”即主观的历

史 ,与此相应 ,哲学史亦有“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之分。“写的历史随乎历史之后而记述之 ,其好坏全

在于其记叙之是否真实 ,是否与所记之实际相合”;“写的历史之目的 ,在求与所写之实际相合 ,其价值亦

视其能否做到此‘信’字”⑤。但是 ,在如何担保自己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的真实性上 ,胡适和冯友兰也有

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不同。

胡适的科学主义在这里表现为以实证科学的样式来看待哲学史的真实性问题。他认为清代考据学

和西方实证科学的研究材料有文字的和实物的不同 ,但就其以证据来确认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而言 ,两者

是相同的 :“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 ,同葛利略 ( Galileo) 、牛敦 (Newton)的方法是一样的 ,他们都能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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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上。”①因此 ,以文字材料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史的真实性 ,也和实证科学的真实性一

样 ,建立在证据上 ,而哲学史的证据就是真实的史料 ,“史料若不可靠 ,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胡

适注意到哲学史研究与一般史学研究的不同 ,即后者可以不作义理的分析 ,而前者则必须作义理的分

析。他讲哲学史有“明变”、“求因”、“评判”三个目的 ,就贯彻了义理的分析 ;“但是哲学史先须做了一番

根本工夫 ,方才可望达到这三个目的”,这个工夫即述学 ;而述学则有四步 :一是搜集史料 ,二是审定史料

的真假、三是去除不可信的史料 ,四是整理可靠的史料。简单地说 ,述学就是把握真实的史料。这意味

着义理分析要以真实的史料为前提。总之 ,胡适以实证科学为样式 ,把哲学史的真实性归结为史料的真

实性。正是由此出发 ,《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考辨史料的真伪 ,力求做成“一部可

靠的中国哲学史”②。

冯友兰则强调“写的哲学史”的人文性 ,认为不能像胡适那样用实证科学的样式 ,即史料的真实性来

担保哲学史的真实性。他承认“吾人研究哲学史 ,对于史料所以必须分别真伪者 ,以非如此不能见各时

代思想之真面目也”。但是“历史家凭此史料 ,果能写出完全的‘信’史与否 ,颇为疑问”。因为历史研究

是对历史的人为诠释 ,充满着人文性。所以仅凭史料不能保证哲学史的真实性。他对此作了两方面的

分析 :

一是从广义的历史研究来看 ,凭籍真实的史料并不能确保写出信史 ,是因为有这样三层困难 :第一、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史料上文字语言的语境和语义 ,“非吾人所能完全了解”;第二、“历史家固可以科

学方法 ,审查史料 ,取其可信者 ,而去其不可信者”,但要将片段的史料予以综合 ,就离不开运用想像力 ,

“然既运用想像力 ,即搀入主观分子 ,其所叙述 ,即难尽合于客观的历史”;第三、自然科学能以实验验证

假设。“而历史家对于史事之假设 ,则绝对不能实验”。

二是从哲学史的研究来看 ,要写信史 ,除了上述的三层困难外 ,还要加上一层其特有的困难 ,这就是

它选取史料的主观性。冯友兰订立了五条选取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标准 ,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 :“必有新

‘见’之著述 ,方可为哲学史史料”。然而 ,某一著述是否有新见 ,其新见是什么 ,都与研究者的主观性相

联系 ,因此 ,即使史料是真实的 ,也无法担保与实际的哲学史相符。

以上两层分析 ,归结起来 ,就是以史料本身和对史料分析、选取的人文性 ,来质疑史料真实即可担保

哲学史的真实。冯友兰由此得出结论 :“历史家只能尽心写信史 ,至其史之果信与否 ,则不能保证”;因而

“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 ,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他的一生确是不断地重写中国哲学史 ,以此来走向真

实的信史。

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写出信史的使命是自觉的 ,其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偏执也

是显而易见的。不过 ,在这偏执中蕴涵着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如何以史料的真实性和诠释的人文性相统

一 ,写出中国哲学史的信史 ?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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